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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桥词典》作为一部形式独特，内容具有鲜明民俗特色的长篇小说，与“寻根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而小说诸要素对小说的构成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本文从小说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入手对其进行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人物双重作用的矛盾与融合，另种表达的马桥传记和欲说还休的乡土情结等问题，并且与韩少功以往“寻根小说”相比较，探寻异同，从而总结出该作品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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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ovel which has a unique form and the content with bright folk legend, “Ma Qiao Dictionary” inherited the style from “Root-Seeking literature”.And the novel’s various essential aspects may provide a new way to analyse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text.This paper tries to appreciate “Ma Qiao Dictionary” from the novel’s character,plot and setting.Specifically elaborate the characters’ dual function conflict and fusion,special narration and the strong feeling of the hometown.Through comparing “Ma Qiao Dictionary” with the former “Root-Seeking novels” by Han Shaogong,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a Qiao dictionary” has much enlightment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 i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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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甫一出版，就引起评论界及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或从韩少功的文学创作历程入手，追索其小说在三个时期的不同特色：追随时代的轨迹的知青小说（1979—1983）、引领创作潮流的寻根小说（1984—1985）、走出个人风格的《马桥词典》（1996）；[1]（p87-93）或从《马桥词典》的文体形式入手，探讨其形式创新；[2]或从小说主题进行专文论述，如王玉林《拷问灵魂：韩少功小说的一个主题》；[3]或从语言学角度对马桥方言语汇加以归类分析，探讨文化寻根；[4]或从其叙述手法来解读韩少功小说文本，如郑坚《时空叙述与韩少功的小说文本》等等。[5]可以说上述文章分别从《马桥词典》的某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解读，各有新意，但忽视了小说本身诸要素对文本的支撑与构成。本文试从小说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三要素的角度对《马桥词典》进行文本解读，比较《马桥词典》在形式和主题内容上与早期“寻根小说”的不同，并着重从三要素关键词在《马桥词典》中的变化来探讨其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启示。
一、那人：人物双重作用的矛盾与融合
塑造人物是小说成熟的标志。回忆我们的阅读经历，无论是中国的《红楼梦》还是外国的《哈姆莱特》，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还是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归根结底，是我们个人对其中主要人物的理解，而通过对小说典型形象的深入把握，我们才能从林黛玉、贾宝玉、哈姆莱特、阿Q、傻子的性格成长历程中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文章主题。因此，路文彬认为，“典型形象的塑造可以看作是一部作品取得成功的标志，甚至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伟大成就。”[6]（p104）《马桥词典》中，韩少功首先注意的是人物问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作了《说明》之后，作者就将小说的主要人物一一列了出来，并对27个主要人物的来历、关系作了简要说明，如马本义（马桥村党支部书记）、复查（马桥的初中生，会计）、何部长（公社干部）、万山红（人称万哥、万老师、万宣委，公社干部）、黑相公（本名牟继生，下放到了马桥的知青）、志煌（一个很有些宝气的马桥人，岩匠）、水水（志煌的妻子，雄狮的母亲）、雄狮（志煌和水水的儿子）等，分别从人物的社会职务、职业、家庭成员等角度将人物锁定，作者通过人物的关系网络使人物定位，使读者能够清楚明了小说将要牵涉到的散落在115个方言词汇中的人物。
既然将人物锁定在社会关系上，那么人物如何在小说中活动，这是一个有趣也很有技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金圣叹和李渔对《西厢记》人物的讨论很有典型借鉴意义。金圣叹认为崔莺莺是第一主人公，而李渔认为张珙是第一主人公，二者分歧在于前者认为人物性格即角色在小说中的作用是第一的，而后者坚持人物推动小说情节的作用即行动元的作用是首要的。这就是小说人物双重作用的问题。[7]（p 247）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是如何处理的呢？
通过阅读《马桥词典》，我们发现和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不同，我们不能说出一个能够统率全书的人物形象，尽管有人提到《马桥词典》中的马鸣这一象征性人物与《爸爸爸》中的丙崽有异曲同工之处，[8]（p78）但严格说来，我们无法找出像哈姆莱特之于《哈姆莱特》、贾宝玉之于《红楼梦》、傻子之于《尘埃落定》的作用的典型人物形象来，但我们能够通过作者营造出来的马桥语境，即马桥方言词汇的用法和隐义上的分析说明来感受使用马桥方言的人的共性：勤劳朴实，具有根深蒂固的地缘意识和血缘意识（“马桥弓”、“夷边”、“同锅”），愚昧（“科学”、“肯”）却又不乏聪明（“怪器”），封建等级思想观念浓厚（“话份”、“格”）等等。
毫无疑问，共性的突显离不开个性的支撑。我们抛开贯穿全书典型标准而细查森林中的树木，也不难发现个性生动鲜明的人物：说话打乡气懂得一些科学知识却又好色骗妇女的希大杆子；文绉绉吊书袋而又有道家无为修身风范的马鸣；最会发歌而对大抓春耕生产的歌头疼，好帮女人忙的万玉；传奇叫化子九袋爷戴世清；因父亲是“汉奸”而只挑重活干，百毒不侵的哑巴盐早；“不和气”、很“神”的铁香；好打听他人秘密专批条子的马同意；一辈子单身怕近女人拒色如仇的“红花爹爹”罗伯；津巴佬兆青；认为懒是有本事的泡皮魁元；学无不会做人精明善讨干部欢喜的怪器崽盐午等。
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展示人物作为主导的性格成长及命运遭遇，而是让人物成了语言词汇的附庸，在零散的词汇中隐藏，通过几个或多个词条的介绍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希大杆子只在“碘酊”、“乡气”两个词条中重点出现，马鸣在“神仙府”、“科学”等词条现身，铁香这一作者花费笔墨较多的人物也仅仅是“不和气”、“神”、“背钉”、“根”、“打车子”等几个词条在书中编排的一个线索人物。
如上所述，我们无法对《马桥词典》中人物的二重性作出明确的界定，这是一个矛盾，但仿佛是韩少功有意而为之，因为我们忽视了“我”在全书中的作用。
作为全书的叙述者，“我”的视角或耳界遍及了全书所有的词条。可以说“我”是一个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又是一个超出其外的旁观者和考据者。
作为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官路”是“我”走进马桥的最初印象；“我”的小说尝试始于“白话”；“我”和房英挖防空洞时理解房英的“嗯”有极其丰富的意义；1968年“我”参加一次调查而发觉语言的魔力和迷狂（见“亏元”）；时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清明雨”；“我”对名叫“三毛”的牛和唤作“黄皮”的狗的怀念等等都是“我”所亲历的。
作为一个超出其外的旁观者和考据者，“我”目睹了“汉奸”盐早与其老祖娘之间的“冤头”情；见识过大灯台“满天红”；听罗伯“打玄讲”；看到过马仲琪如何写“同意，马仲琪”；为了追溯“蛮子”之意，“我”翻《左传》查《水经注》阅《宋史》；为了弄清“马桥弓”、“呀哇嘴巴”，“我”研究《平绥厅志》……

正是因为“我”的多重身份，“我”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我”才能把不同时代的人、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人和事都介绍给读者，从而使小说中人物的二重性的矛盾对立化解，使之融合成一个整体，让读者紧随“我”的叙述，突出了“说话人”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审美效果。

二、那事：另种表达的马桥传记
关于《马桥词典》的成书，韩少功在《后记》中有很明确的交待：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有遗传，有性格有情感，有兴旺有衰落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做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9]（p 377-378）
我们知道在《马桥词典》中，作者试图通过列举词条开掘每个词条所蕴含的人和事来展示马桥的风貌。这也是其对《我为什么还要写作》中所提到的“语言”是文学更高层次的精神表现（作为职业的文学可以失败，但语言是我已经找了的皈依，是我将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家园）作一次实践，[10]（p66-87）展示奔赴精神家园的历程。
在“枫鬼”这一词条中作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勃勃野心——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既然要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必须有足够的篇幅，十年磨一剑的韩少功是如何将马桥的东西展示给读者呢？他自己意识到，“那种小说里（指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1]（p 64）因此，他选择了“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选择了另一种传记表达的方法：以短篇连缀的方式来叙事。

而这又牵涉到小说体式的问题。我们说与画比较而言，诗是时间的艺术。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来，所有经典性长篇小说几乎都是以时间为轴的文本，通过前后因果相关联的事件形成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以板块推进或线性流动来构造一部历史。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记录了19世纪法国的历史风俗，他是以《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板块展示的。我们读《马桥词典》而回顾中国传统小说，发现在叙事的体式上，《马桥词典》有着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等文言系统笔记小说的影子。很典型的例子如《梦婆》、《枫鬼》、《走鬼亲》等专写马桥怪事；《九袋》、《马疤子》等则是写九袋爷戴世清、马文杰的传奇故事。其中《九袋》这一乞丐王戴世清的故事曾在《湖南文学》上以短篇小说形式正式发表过，而《甜》、《月口》、《散发》、《清明雨》则是明显的散文随笔。
舟小好调头，小说连缀的模式从篇幅上可以灵活调整，作者可以以很短的篇幅叙述一个故事，而不必在错综复杂化了的因果联系中大费周折，甚至可以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来抒发个人感情，并且易于驾驭。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作者反传统的目的。
解决了体式问题，我们再来探讨马桥人的事。不可否认，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以词条形式将马桥人日常生活语言加以展开阐释，或为乡间地头杂忆琐事，或为随笔性思考，揭示出经过长期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沉淀的地域性方言俚语与民间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示语言中的内在生命底蕴。我们从小说文本中可以感受马桥语言在马桥人生活中产生的惊人力量。在《嘴煞（以及翻脚板）》中，复查因一时疏忽大意，骂了罗伯一句“你这个翻脚板的”而犯了马桥弓的嘴煞，自此以后复查便长期失魂落魄，以致几乎失去了生存能力。我们也可窥探挖掘马桥语言背后深藏着的集体无意识和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民族心理结构。例如在《科学》词条中，马桥人因马桥弓出名的懒汉马鸣将各种省时省力的劳作方法称为“科学”而认为科学便是偷懒，并且这种想法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根深蒂固，以致使他们在遇到科学的产物大客车时便产生不将客车用扁担捶瘪誓不罢休的冲动。又如《醒》中，马桥人历史习俗的因素使他们对“醒”的词义作出了与公共语言领域不同的理解，将“醒”与“愚蠢、糊涂”等义等同。

而这些马桥人的事在所谓的正史里，如《平绥厅志》中是少有提及的，即使有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韩少功通过自己的笔触使之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使沈从文当年所说的“统治者的书面历史”之外的“民间老百姓的口头历史”得以显现，达到了其为马桥立传的目的。
三、那地方：欲说还休的乡土情结

《马桥词典》中所录词条皆是马桥范围所流传的。那么马桥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马桥弓》中，作者作了这样的介绍：

马桥弓约有四十来户人家，还有十几头牛以及猪狗鸡鸭，偎着大小两沟窄长的水田。这个村子的四至是：东接双龙弓的田土，要遥望罗江。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骑岭分界。西邻张家坊。南通龙家滩，并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
就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无法在湖南省地图上找到。但通过韩少功的叙述，我们不得不相信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马桥的民俗传统、日常生活、道德伦理、民间文化等方面来解读马桥。

诚如《马桥弓》所介绍的，马桥主要通过水路与外界联系，因此它势必是封闭性的，而与中国因地理位置的独特而延绵五千年的文明一样，马桥人保留着古代先民的生活习俗，农历“三月三”要吃“黑饭”——一种用野草汁染黑的米饭，而且家家户户都磨刀，作者因此推断马桥人必是古代罗人的后裔，他们春秋时期遭受楚国的毁灭性打击，只好隐姓埋名，辗转来到此地。而“蛮子”、“夷边”、“老表”这些称谓可以知道马桥人祖先的地缘意识和失掉家园的痛苦感受。他们不敢再姓罗，但为表对先人的怀念，他们把一条大河称作“罗江”。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
由于地理的封闭，马桥人的语言系统中保留有许多古代的语音语义。“江”读“gang”，当其发平音时指大河，发入声则指小溪小沟；他们把“看”说成“视”，对远处的第三者称“他”，而对眼前的第三者称“渠”，这保留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之古义，这些可以看作传统文化在语言中得以延续和继承，形成了闭塞自足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观念。他们尊崇古风，遵守古训，排斥外来的东西，视科学为大敌。对待新生的事物，马桥人天生有一种恐惧感，他们害怕与外界事物接触，不喜欢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乘船晕船，坐车晕车，甚至到了街上，他们还会“晕街”。城里的楼房高得令人头晕目眩，早起刷牙漱口，撒尿拉屎非得上厕所，比起乡下的生活方式，确实复杂了许多。而当马桥通了汽车时，他们依然坚持步行进城，一则为省钱，另外可免去晕车之苦。他们甚至对汽车产生本能的反感，一有机会就用扁担、木棒和石块敲打它，并终于以其固执令汽车公司停开到马桥的班车。
封闭落后必将导致生活的极端贫困。马桥人长期生活在半温饱状态，村人罗伯在开春时因为家里一无所有，对路过家门的侄儿怀有莫名的恐惧，为一句问候套话“茹饭了没有”展开了一场论战，罗伯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其侄儿对“茹饭”的理解也刻骨铭心。正因为生活的贫困，他们在精神幻想中发明了一种现实中找不到的佳肴美味“窝玮”以求精神满足。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他们丧失了味觉功能，把好吃的味道统称为“甜”。

马桥人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文化传统却十分浓厚，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渗透在其语言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宣传等级观念，所谓纲常伦理，其实就是限制人们言行的道德律令，马桥人的“话份”与这样的伦理观念一脉相承。拥有“话份”，就拥有了发言权，每句话都会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认可，没有话份的人在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在马桥村，大队书记本义作为村里的最高级别的干部话份最高，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对村民和知青们指手划脚，大声责骂。与之相近的“格”就是社会地位的同义词，作官的肯定有格，甚至只要与官府或公社的人攀上了关系也会有格，明启叔因为给公社干部做馒头，便成了马桥乡顶顶有“格”的人，连流浪汉三耳朵也惧怕他三分。由此可见，尽管地处偏僻，但马桥的社会结构却十分完备，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观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受封建道德观念影响，马桥文化中的性别歧视也十分明显，女人的性别特征被取消了，只能在男性前加个“小”字表示。如姐姐喊作“小哥”，妹妹喊作“小弟”，姑姑则被叫作“小叔”或“小伯”。而封建道学在马桥也有极端例子，如红花爹爹罗伯拒色如仇，一辈子不接近女人。在马桥甚至还有一种收亲忌处女的习俗，害怕洞房之夜“撞红”，而这种习俗直到解放后才被废除。马桥人把女人的漂亮称作“不和气”，认为漂亮的女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她们过河时极不受人欢迎，必需往脸上抹些稀泥遮住容貌才能渡河。
马桥的主流文化似乎是道学的，但在民间，马桥人对两性关系依然很感兴趣，他们对非正式的男女关系用“哩咯啷”这种毫无实义的象声词来描述，表现其暧昧关系；他们把性的色彩涂抹到田地农事之中，水田称作“母田”，田坎的缺口叫做“月口”，旱地称之为“公地”，在农忙下种时，男女互开下流玩笑以助农作物生长。他们还以“发歌”这种聚会的方式大发“觉觉歌”描述男女私情。
陈思和认为民间文化以自由活泼的形式、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和藏污纳垢的形态来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12]（p12）而马桥民俗文化中以低俗的“觉觉歌”对温文儒雅、道貌岸然的道学予以有力耳光，以“龙”称呼男性生殖器来嘲讽皇权统治。

韩少功从1985年高举“寻根文学”大旗起就将湘鄂地区纳入自己的表现领域，与张承志游历大西北、乌热尔图寄兴大兴安岭、贾平凹三下商州一起将中国的人文版图瓜分，而在《马桥词典》中，他从马桥的民俗传统、日常生活、道德伦理、民间文化四个方面来表现马桥的全貌，我们不难发现韩少功地域意识在其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展现，其作为知青对下放地的欲说还休的乡土情结更是通过众多的方言词汇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寻根”之路的回顾与比较
前文笔者已将《马桥词典》中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作了解读，而作为韩少功本人的首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是否与其寻根小说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关联呢？我们且回顾一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
1984年底，韩少功参加了由《上海文学》杂志、《西湖》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举行的以“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为题的笔会，1985年，他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提出“寻根文学”的创作理念，同年创作中篇小说《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来印证其“寻根文学”观念。
《归去来》是韩少功提出寻根文学理念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者试图以人物意识及自我怀疑达到对传统老庄文化中庄周与蝴蝶的象征意蕴进行解读的效果。小说写黄治先初到某地有莫名的熟悉，他被当地人认作文革时在此插队的知青马眼镜，于是他开始顺势扮演马眼镜，最后以他竟跳不出双重身份的纠结结尾。《爸爸爸》通过描述鸡头寨连年歉收，民众迷信鸡头寨的“鸡头”吃粮而使“鸡尾”有肥，所以鸡尾寨丰足、鸡头寨缺粮，于是鸡头寨村民想炸掉鸡头峰，鸡尾寨却反对。鸡头寨为解除荒灾困境，决定对内以祭谷神，“吃年成”等仪式祈求丰年，对外则宰牛占卜凶吉，到鸡尾寨“打冤”，不料祈神无效，“打冤”失利，鸡头寨为能以有限的粮食留存后代延续种族，不得不让年长体弱者服毒自杀，年壮者唱着“简”离开当地另谋生活。而只会说“爸爸爸”、“×妈妈”两句话的活卦丙崽在服毒后仍出现在鸡头寨。《爸爸爸》于一个虚构的时空中着眼于种族历史，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而《女女女》则着眼于人类生存的个人行为不端，这些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如幺姑性格的变异。其中写“媭”即是楚文化中的女性角色。幺姑年轻时为家族奉献心力，年老后性格转变，最后甚至有一种“非人化”的倾向：大家起初觉得她有点像猴，后来又有些像鱼，最后只把她当作一个活物，有一种由文明退至蛮荒的神异恐怖气氛。
通过这三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提出“寻根文学”的理念之后，他跳出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写作风格，不但在民间文化中找寻创作素材，也为呈现楚文化的奇幻瑰丽色彩开始运用虚实相融的写作手法，而这种通过夸张、荒诞、虚幻等情节表现超现实氛围的技巧，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这三部作品主要是在基本的故事架构上加以现代主义文学技巧和民间文化材料的运用：《归去来》运用现代主义文学虚实相融的魔幻手法和预言的表现技巧使叙述者处于两角色间的迷惘状态。《爸爸爸》和《女女女》则在民间文化材料运用上选择了神话和民俗。
总之，韩少功寻根小说的实验是以文化作为文学的新出路，淡化政治题材，转而呈现文化与人的关系，以不同文化环境中人类的生存方式，展现深刻的主题意识。创作方法上，受西方现代派文论影响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如魔幻现实、精神分析、荒诞派等着重人物心理刻画和环境氛围营造。就其本人创作视角而言，他不断突破精神主导创作风格，以作家身份比重大于知青身份的旁观审视者的身份进行创作。

《马桥词典》与之相比较，是文化寻根理念的延续，由文化中提炼出“语言”这一具有沟通特质的符码，透过语言、文化与人的互动，建构马桥生活情境，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诠释空间。同时，《马桥词典》突破传统的创作形式和对语言的深刻解析，以词典形式（实为短篇连缀，一书多体）已近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表现。作者以亲历者、旁观者和考据者的多重身份的融合，使其知青经验得以再现，同时将其创新企图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这无疑是韩少功对自我的一次超越，超越了自己以往寻根小说的风格定势，成为其小说代表作。
五、《马桥词典》的创作启示

《马桥词典》于1996年在《小说界》杂志第2期推出，同年12月，大陆《为您服务报》同时发表评论者张颐武和王干的文章，对这部在海峡两岸颇受好评的小说进行原创质疑，认为《马桥词典》是“照搬”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198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词典》，并指出有关《马桥词典》的正面评论是韩少功“广告套路熟能生巧的运用”。韩少功本人对此很是气愤，于1997年3月委托律师状告两位评论者，并辩驳强调自己并未读过此书，表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章也是用词典方式写的，这本书我不仅读过，而且是我译的。所以我早就多次表明词典体不是我的首创。”[13]（p116）
美国著名作家罗杰·盖茨曼在《旧金山之窗》撰写《关于〈马桥词典〉》一文中说道：“如果不熟悉中国文学，读者单看前15页就可能看不下去了。韩少功在作品开始时给人一种该书是部专题论著的印象。”而其他美国评论家却认为《马桥词典》“毫无疑问，这本书是一部杰作。”（[美]本·海伦瑞奇）“它充盈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内涵”（[美]钱希特恩）、“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小说的意义”（[美]彼得·戈登）。[p14]
通过以上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马桥词典》是颇受争议的，但正是通过矛盾对立双方我们才可能全面认识问题。

关于韩少功“照搬”外国《哈扎尔词典》之说，我们回忆一下中外文学史，19世纪俄国作家果戈里有《狂人日记》，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大雷雨》，而几十年后的中国，鲁迅因创作《狂人日记》而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人，曹禺写《雷雨》而奠定其中国现代戏剧大师的地位。好像没有人说他们照搬他人作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是“拿来主义”。那么，《马桥词典》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要敢于、善于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韩少功坦诚“词典体不是我的首创”，而是借鉴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三章“误解的词”中的三节“误解小词典”，作者透过人物对词语的不同感受和诠释，呈现出人物特殊的成长背景和心理性格这一形式来承载地域方言俚语里凝结的传统文化的特定人群的心理结构，因此，《马桥词典》也就拥有了可使读者结合自己的审美视野与生活体验进行文本解读，深化丰富文本空白的召唤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样式的封闭状态，跳出情节、因果关系的束缚，使寻根文学中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探索有了更为宽广的展示空间。
罗杰·盖茨曼之所以说：“如果不熟悉中国文学，读者单看（《马桥词典》）前15页就可能看不下去了。”是因为《马桥词典》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可以说是《马桥词典》创作的第二个启示。作为“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的民俗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沉积和鲜明民族特色的，《马桥词典》所展示的马桥人情风俗，无疑使其成为鲜明的“这一个”，具有典型的湖湘文化色彩。早在19世纪，歌德在论及中国传奇和贝朗瑞的诗歌时就提出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概念，并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中国作家，如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莫言的作品在国外获奖并深受欢迎，是与其作品所展现的鲜明的民俗文化特色分不开的。这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转型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
至于《马桥词典》创作的第三个启示，应该是其叙述笔法。韩少功以笔记法将散落在马桥方言中的词汇记录下来，无疑是一种学术与文学的中和，他可以依据某个方言词意义、用法来进行一番学术考究论述，也可以因某个词的来历进行故事叙述，甚至抒发主体的感情，又有了散文的笔调。因此，《马桥词典》的笔法灵活多样，集议论、叙事、抒情于一体，融议论文、小说、散文等文体于一书，各展所长，无疑是跨文体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六、结束语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在延续“寻根文学”一贯的创作理念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于民间，经过十年的田野作业，搜集整理马桥方言笔记而创作出来的一部以词典为形式，通过对马桥方言俚语的深刻解析来展示马桥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结构的小说。作为一部形式独特，内容具有鲜明民俗特色的小说，《马桥词典》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文本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本文与先前评论研究《马桥词典》的文章不同，从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三个要素入手对其进行文本解读，具体从人物双重作用的矛盾与融合、另种表达的马桥传记和欲说还休的乡土情结三方面阐述了三要素在《马桥词典》中的表现，并注意将《马桥词典》与以往寻根小说进行比较，从而探寻总结出该作品的创作启示，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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